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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晋时期越窑羊形器研究

李　 伟

（绍兴市上虞博物馆，１３４１４８８８６９＠ ｑｑ．ｃｏｍ）

摘　 要：青瓷羊形器是吴晋时期越窑生产的一类具有浓烈时代特色的典型器物，其相关问题对

于研究早期越窑窑业面貌和吴晋时期社会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梳理吴晋时期越窑羊形器的

发现情况，运用类型学分析、文献研究、出土文物佐证等方法，探讨羊形器的烧制产地、类型区分、演

变规律及用途等。 研究发现，羊形器的主要烧制产地在上虞曹娥江流域，主要分为羊首开孔和背负

短管两类，其器型演变与窑业技术发展密切相关。 两类羊形器当有其不同的用途，羊首开孔类应当

作酒尊之用，综合反映了吴晋时期的饮食风尚和精神信仰；背负短管类应当作文房砚滴之用，使用

时需要借助吸子。

关键词：越窑；羊形器；吴晋

　 　 浙江上虞沿曹娥江流域的低山丘陵区，是汉

六朝时期越窑的中心产地。 吴晋时期的瓷器品

质之精湛，器类、装饰之丰富，臻于汉六朝时期的

顶峰［１］。 这一时期此地各窑场烧制产品类型多

样，有鸡首壶、虎首罐、狮形器、蛙盂、堆塑罐等带

有浓烈时代特色的典型产品［２］。 其中，有一类

器物造型独特、刻划精美，整体呈卧羊状，头顶开

孔或背负短管，常被称为“羊形烛台” ［３］ “羊形插

器” ［４］“羊尊” ［５］等。 本文以器物象形为据，将其

统一称为“羊形器”，通过梳理墓葬出土和各地

博物馆馆藏的此类器物，探析羊形器的器型演变

规律，并对其烧制产地、类型演变、用途等相关问

题做出分析。

１　 发现情况和产地分析

相较于鸡首壶和狮形器等器型，羊形器的出

土数量明显较少，出土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苏、安

徽和浙江等地，时代和地域均呈现明显的集聚

性，与此时期越窑生产的产品主要流布区域相

符。 据笔者所收集的考古资料和部分馆藏所见，

羊形器发现情况如表 １ 所示。

从空间分布状况来看，羊形器的出土主要集

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交界地区和以绍兴上

虞为中心的宁绍平原一带。 吴晋时期，以南京为

中心的马鞍山、镇江等地，是当时王朝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聚集着包括皇室在内的王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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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羊形器发现情况统计表

编号 出土地 时代
尺寸 ／ ｃｍ

高 长
资料来源 备注

１

２
江苏南京 三国吴

２５

２５

３０．５

３０．５
《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 ［６］ 此两件为一对，同出土于

清凉山吴墓①

３ 江苏南京 三国吴 １９．５ ２６ 《南京西岗西晋墓》 ［７］ 发掘报告中推定墓葬年

代约为 ２６５－２８０ 年

４ 江苏南京 东晋 １２．４ １５．５
《南京象山 ５ 号、６ 号、７ 号

墓清理简报》 ［８］

５ 江苏丹徒 东晋 １４．７ １６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

苏、上海卷》 ［４］５３

６ 江苏镇江 东晋 １４．７ １７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

７ 江苏江宁 东晋 １０ １６ 《六朝艺术》 ［９］

８ 安徽马鞍山 三国吴 ２１ ３３．２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

族墓发掘简报》 ［１０］

９ 安徽宣城 西晋 １０ １１．６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

卷》 ［１１］２９

１０ 未知 西晋 ２１．１ ２５ 芜湖市博物馆藏品 捐献文物

１１ 安徽宣城 东晋 １３．６ １５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

卷》 ［１１］３８

１２ 浙江安吉 三国吴 １０ １１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

卷》 ［１２］

１３ 浙江上虞 三国吴 ２６ ３１．８ 上虞博物馆藏品

１４ 浙江绍兴 东晋 １４．３ １４．５
《绍 兴 文 化 遗 产： 陶 瓷

卷》 ［１３］

１５ 浙江上虞 东晋 １２．５ １６ 上虞博物馆藏品

１６ 浙江上虞 东晋 １４ １６．８ 上虞博物馆藏品

１７ 未知 东晋 １４ １５．５ 浙江省博物馆藏品 移交文物

１８ 未知 东晋 ８．４（残高） １６．４（残长） 宁波博物院藏品 头部缺失

１９ 未知 东晋 １４．３
《中国陶瓷全集：第四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１４］

群体，在厚葬之风和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这里

无疑是高质量的越窑青瓷产品的主要供应地，而

羊形器作为越窑高级青瓷的典型器物，在此地区

集中出土是必然的。

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是早期越窑烧制的中

心地带，其窑址调查和发掘成果相对来说比较丰

富。 据考古调查发现，三国西晋时期上虞瓷业规

模巨大，瓷窑遗存多达 １４０ 余处［１５］１３８，东晋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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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对羊形器 １９５８ 年出土于南京市清凉山吴墓，现分别收藏于六朝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瓷业规模缩减，发现窑址也有 １８ 处［１５］１４８。 其

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此时期窑址有鞍山窑址［１６］、

尼姑婆山窑址［１７］ 和禁山窑址［１８］ 等。 但遗憾的

是，系统考古调查［１９］和部分窑址发掘成果中，尚

未见到羊形器的踪迹。 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烧制窑址尚未发现。 吴晋时期上虞的

制瓷业规模很大，多数窑址尚未经过系统性考古

发掘。 如上浦凤凰山窑址、梁湖多柱山、晾网山

窑址等，其烧制产品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也是代

表早期越窑窑业面貌的重要窑口。 在众多的瓷

窑址中，必然会形成产品种类烧制的分工，每个

窑址的窑业面貌中都会有一类或几类代表性的

产品类型，因此，羊形器的烧制窑址尚未发现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是羊形器属小宗类的特殊器型。 就目前

发现情况而言，羊形器显然是只供应少部分贵族

阶层的优质产品。 马鞍山朱然家族墓 Ｍ１［１０］ 和

南京象山 ７ 号墓［８］ 中羊形器的发现情况可以说

明这一点：朱然家族墓 Ｍ１ 是三国吴左大司马右

军师朱然的家族成员墓，南京象山 ７ 号墓则是东

晋门阀豪族琅琊王氏的家族成员墓。 其余出土

羊形器的墓葬，其墓主虽无明确身份可考，但规

模均较大、随葬器物丰富，说明墓主身份绝非寻

常，而羊形器能作为特殊陪葬青瓷器之一，也是

说明其精美性和稀少性的重要例证。 此外，越窑

此期的其他产品在离苏皖交界和宁绍平原两个

中心较远的山东、陕西、辽宁等地也有发现［２０］，

而羊形器的流动情况与同期器物存在显著的结

构性差异，其空间分布半径呈现明显的区域局限

性，属于小品类的特殊产品类型，甚至于这类器

物有可能是当时窑场专门为社会上层定烧的瓷

器，因此不具有一般产品的流通普适性，故而在

窑址中尚未发现有此类器型的踪迹。

当然，上述两种原因探讨的有效性均受制于

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即此类羊形器的产地问

题。 从上虞地区已有的越窑发掘和调查成果分

析，羊形器的主要烧制产地在上虞地区应当是准

确的。 首先，从胎釉层面来看，羊形器釉色青绿、

胎色灰白、胎釉结合致密的特点，与上虞地区早期

越窑的胎釉特点基本一致。 其次，在装饰技法上，

羊形器上压印的菱格纹、戳印的点状纹、刻划的线

纹等纹饰，与同时期上虞窑址中发现的洗、虎子等

工艺相同；在羊四肢处划弧线、用工具拍压四周凸

出羊腿的做法则与狮形器等存在相似的工艺特

征。 再有，从制形工艺上看，在尼姑婆山窑址中出

土有许多不同动物造型的象生组件，如鸡首、牛

首、马首、鹿首等（图 １），其形象塑造与羊形器羊

首（图 ２）的做法如出一辙，口、眼、角、耳等部位都

神态丰富，说明此时期上虞越窑已存在制作羊形

器等象生器物的必要技术基础。

图 １　 尼姑婆山窑址出土各类动物造型象生组件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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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上虞博物馆藏羊形器羊首

２　 分类和时代演变特征

通过对羊形器发现情况的简要梳理可以得

知，羊形器的出现时代上限在三国吴、下限在东

晋时期，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羊形器在江苏南京

甘露元年墓出土。 根据羊形器的造型特征，笔者

按其开孔位置，分为 Ａ、Ｂ 两型（表 ２）。

表 ２　 羊形器分类情况表

类型 器物（编号）

Ａ 型
Ａａ 型

Ａａ 型Ⅰ式

Ａａ 型Ⅱ式

Ａｂ 型

Ｂ 型

１，２，３，８

４，５，６，７，１１，１４，１５，１６，
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１０，１３

９，１２

Ａ 型：１８ 件，羊首开孔。 根据器身是否有

系，分为两个亚型。

Ａａ 型：１６ 件，器身无系。 根据器身丰瘦状

态分为两式。

Ａａ 型Ⅰ式：４ 件。 时代为三国西晋时期，

器物造型硕大，身躯肥壮，造型丰满。 如安徽

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羊形器（图 ３），长 ３３．２

ｃｍ、高 ２１ ｃｍ，羊头颅硕长，口微张，短直颈，颈

及前腹部刻划斜线纹，腰及腹部饰宽菱形纹

带，尾部刻划斜线纹，臂部有 １２ 个支烧痕，青

釉，灰白胎。

图 ３　 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羊形器

　 　 Ａａ 型Ⅱ式：１２ 件。 时代为东晋时期，器物

整体变小，造型清瘦，羊首更加立体，部分使用点

褐彩工艺。 如安徽宣城石板桥狮子冲出土羊形

器（图 ４），长 １５ ｃｍ、高 １３．６ ｃｍ，羊昂首直颈，颌

下有须，腹部两侧刻划羽翼纹，尾部为小卷尾，眼

部点褐彩，青釉，灰白胎。

图 ４　 安徽宣城石板桥狮子冲出土羊形器

　 　 Ａｂ 型：２ 件，器身有系，时代为三国西晋时

期，羊身整体风格与 Ａａ 型Ⅰ式相近，但羊首较

短，背部有四个横向环形系。 如上虞博物馆藏三

国吴越窑青瓷羊形器（图 ５），长 ３１．８ ｃｍ、高 ２６

ｃｍ，羊张口吐舌，颌下有须，颈部刻划斜线纹，小

短尾，臀部有一圈支烧痕、无釉，青釉，灰白胎，器

身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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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上虞博物馆藏三国吴羊形器

　 　 Ｂ 型：２ 件，背负短管，时代为三国西晋时

期，器身整体较小，羊背有短管，直通腹部。 如浙

江安吉高禹天子岗出土羊形器（图 ６），长 １１ ｃｍ、

高 １０ ｃｍ，羊昂首张口，背有直径 １．９ ｃｍ 短管，后

骑一胡人，双手前拱，通身施青釉。

图 ６　 浙江安吉高禹天子岗出土羊形器

　 　 通过对羊形器的梳理可知，三国西晋时期，

流行形态为羊首开孔、器身丰满的 Ａａ 型Ⅰ式、

Ａｂ 型及羊背短管的 Ｂ 型；到东晋时期，流行形态

为器身清瘦的 Ａａ 型Ⅱ式。 从整个发展过程来

看，Ａａ 型羊首开孔的器物形态是羊形器的主要

大类，是此类器物的典型形态。

此外，Ａａ 型器物装烧方式的变化在不同时

期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征。 如：三国西晋时期，

羊形器支烧位置在尾部，方式为竖烧，即将羊形

器竖置于支烧具之上，中间用泥点间隔，因此羊

形器尾部有明显的泥点支烧痕迹；东晋时期，羊

形器支烧位置在足底，方式为横烧，即将羊形器

横置于支烧具之上，中间用泥点间隔。

羊形器在不同时期装烧方式的变化显然与

其器型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上虞禁山窑址发

掘出土有三国西晋时期的各类支烧具［２１］，适宜

承托羊形器这种特殊形态的支烧具有筒形、椭圆

形、饼形等，其承托面直径一般在 １０ ～ ２０ ｃｍ，无

法满足横向烧制羊形器这类大型器物的要求。

东晋时期，器物造型趋向于合理、匀称，向着高瘦

方向发展，越窑窑业规模萎缩，但分布范围扩展，

各处窑场生产器物釉色相对稳定［１５］１４９，在温度

控制、原料配比等窑业烧制技术上有了提高，支

烧具承托面与器型清瘦、尺寸变小的羊形器相适

宜，横向放置羊形器更加稳定，且烧制泥点痕位

于足底，隐藏了釉面缺陷，增添了美感。

３　 用途探讨

羊形器的定名问题一直有所争议，在以往的

研究资料中，多被称作“羊形烛台” “羊形插器”

“羊尊”等，从这些名称不难看出，对羊形器的不

同定名，实则是对其用途作出了定义。

从对羊形器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可知， Ａ、Ｂ

两型羊形器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应是两种不同功

用的产品。 笔者从前文的分类情况探析羊形器

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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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Ａ 型羊形器

羊首开孔是 Ａ 型羊形器的典型特征，参考

出土材料并通过文献分析可推断，此类羊形器应

是盛酒所用容器，将其称作“羊尊”较为适宜。

《梁书·刘杳传》中记载，刘杳在谈及“宗庙

牺尊”时说：“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

背，以出内酒。” ［２２］ 可知以鸟兽形象作为盛酒器

皿的传统自古有之。 以羊形作尊以盛酒自然也

是可行的，而且 Ａ 型羊形器头顶开孔的特征正

与刘杳的“凿顶”之说相符。

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一块东汉时期的“酒肆”

画像砖（图 ７） ［２３］，画面右上方有两件跪伏状羊

形器物与一方瓮置于案上，右下侧画面中一人推

独轮车，车上亦装有一件跪伏状的羊形器物。 画

面中羊形器四肢跪伏、羊角弯曲、腿部鼓出的特

征与 Ａ 型羊形器几乎一致。 画像砖整体画面描

述了当时“酒肆”的基本面貌，有卖酒者、沽酒

者、贩酒者等相关人物，画面中案上的方瓮是盛

酒用的器皿，羊形器与其一同放置，显然说明二

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实用功能。 而右下侧推独

轮车的画面，表现的是贩酒者推车运酒的画面，

独轮车上运输的即是装满酒的羊形器。

图 ７　 四川博物院藏“酒肆”画像砖

　 　 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前室东壁发现有一幅

“羊酒”壁画（图 ８） ［２４］，画面中左侧绘有一酒壶，

右侧绘一只长有羽翼的羊，羊与酒壶中间题有

“羊酒”二字。 汉至魏晋，文献中常见有关“羊

酒”的记载。 如《汉书·昭帝纪》载：“令郡县常

以正月赐羊酒。” ［２５］ 《后汉书·江革列传》 载：

“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 ［２６］

《三国志·张臶列传》载：“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

之礼。” ［２７］《晋书·王尼列传》载：“辅之等赍羊

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叹曰：‘诸名

士持羊酒来，将有以也。’”接着又写到胡毋辅之

等人与王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 ［２８］１３８１ 当时

用羊肉佐饮美酒是一种流行的饮食方式，并且常

被用作赏赐之礼，而望都汉墓壁画中羊与酒的固

定搭配组合也正是对此种饮食方式的真实写照。

可见，羊与酒在汉晋时期是紧密结合的两件事

物，用羊形器物装酒亦是饮食风尚在物质生活上

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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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望都汉墓“羊酒”壁画

　 　 壁画中羊腹部勾画出向后伸展的羽翼，同

样地，Ａ 型羊形器也用点划技法表现出羊的羽

翼，这说明此类“羊”表现的并不完全是现实意

义中的羊，而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飞羊”，这种

形象在汉画像石上也有见到。 如《中国画像石

全集》中的“瑞羊”画像（图 ９） ［２９］ 描绘的即是

此类“飞羊”形象。 汉画像石中还常见“翼虎”

“天马”“羽人”等同样身带羽翼的类似形象，其

出现的原因则与当时盛行的升仙之说有关。

秦汉时期流行长生不死之神仙家言，秦皇、汉

武均迷此说，认为可以通过不死之药、修炼服

丹等方法不死成仙，飞升天界，故身上有羽

翼［３０］。 如《论衡·雷虚篇》载：“飞者皆有翼，

物无 翼 而 飞 谓 仙 人。 画 仙 人 之 形， 为 之 作

翼。” ［３１］到了三国两晋时期，青瓷器中的羊形

器、虎子（图 １０）、狮形器（图 １１）等动物形象的

肖形器物，在其腹壁用刻划技法表现出羽翼

纹，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Ａ 型羊形器的用途应是盛酒用的

肖形酒尊，除其实用功能外，更是对当时社会现

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反映。

Ａｂ 型带四系的器型更是此物有实用功能的

佐证。 其四系对称分布于羊身上部，穿绳而过即

可将整个器物提起，并能保证器物在悬空过程中

图 ９　 “瑞羊”画像石

图 １０　 上虞博物馆藏虎子

稳定且内部液体不洒出。 此环形系表面素面，

对羊整体造型美感的塑造起不到辅助作用，而

实用性则是此系存在于羊形器上的首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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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上虞博物馆藏狮形器

此外，Ａ 型羊形器羊首开孔的孔位在整个羊形器

的最高点，既有利于液体倒出时简单方便，又能

使器内液体贮存容量达到最大，而羊首开孔又保

证了羊形器放置时的整体美感，最大限度地还原

了“羊”的形象，达到了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统一。

３．２　 Ｂ 型羊形器

此类羊形器发现有 ２ 件，其背负短管的特征

与同期的狮形器、兔形砚滴、蛙形砚滴（图 １２）等

如出一辙，这些惟妙惟肖的动物形陶瓷器向世人

展现了当时制瓷业的绝妙工艺，而对其进行功能

性研究，是对此类器物相关研究中的重点。 这类

背负短管的羊形器，笔者认为应当是文房所用的

砚滴，其功能与蛙形、兔形砚滴一致。

图 １２　 上虞博物馆藏蛙形砚滴

　 　 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文中写

道：“至于向砚内注水，汉代则制有各式铜砚滴。

传世砚滴有作兽形的，河南偃师、焦作与广西昭

平均曾出其实例。” ［３２］ 三国西晋时期，以越窑为

代表的中国制瓷业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瓷器以其优良的可塑性、较低的成本和耐腐蚀性

等特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漆器、铜器进入了社

会生活中，而仿铜器类的瓷器则是其中的大宗，

故而各式动物形制的瓷砚滴的出现有其特定的

时代背景。

在三国西晋时期的文房储水类瓷器中，主要

分水盂和砚滴两类。 水盂常见器型为敛口、扁圆

腹、平底，如上虞博物馆藏西晋越窑青瓷菱格纹

水盂（图 １３）即为此类。 砚滴类器物多为动物

形，其形制分两种，一类为背有短管、无出水口，

如上虞博物馆藏蛙形砚滴；另一类是背有短管、

以动物口部作出水口，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兔形砚

滴。 有流的砚滴使用方式是以手按压背部管口，

通过器体内外气压差异控制水流大小［３３］；无流

的砚滴使用方式则要借助“吸子”。

图 １３　 上虞博物馆藏菱格纹水盂

　 　 元代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记载，

松江横云山曾有一冢被盗掘，冢内有“太元二

年”纪年砖［３４］２５７，在随葬器物中有一水滴，“作狮

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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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狮子背。 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 人之脑

心为窍，以安吸子。 吸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

席帽胡人。 衣褶及狮鹰羽毛，种种备具。 通身青

绿，吸子浑若碧玉” ［３４］２５８。 后文又讲道，元代书

法家鲜于枢也有一件大同小异的水滴，“相承曰

蛮人狮子，爱之，未尝去手。 寓杭州断桥日，临湖

有水阁，倚阑把玩，偶堕吸子于湖水中，百计求之

不可见” ［３４］２５８。 文中描述颇为详细，其所谓“蛮

人狮子”水滴，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Ｍ１ 出土

的铜仙人骑狮器（图 １４） ［３５］ 几近相同。 此器长

１４．２ ｃｍ、宽 ８．５ ｃｍ、高 １９．１ ｃｍ，仙人头顶所插带

凸棱的圆管形帽，当为“吸子”。

图 １４　 铜仙人骑狮器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有一件铜三足砚滴（图

１５），此器腹径 ７．９ ｃｍ、高 ８．３ ｃｍ，扁圆腹，三矮蹄

足，腹部接有三个贯通小管，其上有盖，盖内接一

吸管，上下相通［３６］。 这件砚滴所配套的“吸子”，

与临沂洗砚池晋墓铜仙人骑狮器所插“圆管形

帽”，形制特点基本一致，均为中空圆管形，中有

凸棱盖于器口，上部有花瓣形顶面。 同样，瓷质

“吸子”也基本为同一形制，《中国历代砚滴》中

收录有一件南宋吉州窑白地黑彩三足砚滴（图

１６） ［３７］，“吸子”与器身釉色一致、尺寸相合，应

是同窑烧制而成。

图 １５　 朱然墓出土三足铜砚滴

图 １６　 南宋吉州窑白地黑彩三足砚滴

　 　 这类“吸子”的使用方式也极为巧妙，使用

时以手指压住“吸子”顶面，使管内产生负压而

吸水入器中，移至砚上松开手指，水即自管内流

出。 这样的出水方式可以精确控制磨墨时的用

水量，满足不同的文房使用场景。

２００１ 年广东肇庆市端州区坪石岗东晋墓出

土有一件青瓷狮形器（图 １７），长 １３．５ ｃｍ、宽 ９

ｃｍ、高 １１．５ ｃｍ，整体呈卧狮状，背负短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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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管口上插有锥形栓塞［３８］。 此器基本造型

与 Ｂ 型羊形器相似、尺寸相近，可归为同类型器

物进行讨论，尤其是锥形栓塞的发现，是此类器

物具有盛贮功能的直接证据。

图 １７　 广东肇庆出土青瓷狮形器

　 　 从以上发现的实物证据分析可见，Ｂ 型羊形

器与 Ａ 型羊形器有着截然不同的使用场景，此

类背负短管的器物当为盛贮水的文房器具，整器

尺寸小巧方便捉取，使用时搭配栓塞以盛贮、使

水不外泄，取水时则借助“吸子”注入砚池。

４　 余论

羊作为六畜之一，在先秦时代就已作为特定

的形象出现在各类器物之中，商代的四羊方尊是

其中典型的器物。 在吴晋时期，羊的形象同样深

度融合在社会生活中，除食用、祭祀之外，羊也是

当时贵族阶层的重要出行工具。 《晋书·后妃

传》载：“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

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 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

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 宫人乃取

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２８］９６２另《晋

书·卫瓘传》记载：“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

异。 祖父瓘曰：‘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

其成长耳！’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

观之者倾都。” ［２８］１０６７

吴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割据严重，

政权更迭频繁，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冲击。 正

是由于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性，使人们更加追求

安定、美好的正常生活。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

字》中写道：“羊，祥也”。 制瓷工匠以现实中的

羊为范本创造出青瓷中的羊形器，用作酒具和

文房用具，也在一定意义上寄托了人们的精神

追求和朴素愿景，使我们得以一窥吴晋时期的

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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